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1, 11(9), 2026-2037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9229  

文章引用: 唐长江, 林彤, 孙世月, 蔡伯行, 魏丽丽(2021). 项目表述效应对句子式大五人格量表的影响. 心理学进展, 
11(9), 2026-2037. DOI: 10.12677/ap.2021.119229 

 
 

项目表述效应对句子式大五人格量表的影响 

唐长江，林  彤，孙世月，蔡伯行，魏丽丽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1年8月1日；录用日期：2021年9月1日；发布日期：2021年9月9日 

 
 

 
摘  要 

由正、反向题所带来的项目表述效应会引起研究结果的偏倚，而在国内自编的句子式大五人格量表中尚

缺乏对该效应的检验、控制。采用相关特质相关法(CTCM)对句子式中国大五人格量表简版CBF-PI-B进行

项目表述效应检验，评估该效应对其测量模型的影响，并分析了特质乐观与正、反向题方法因素的关系。

结果显示：CBF-PI-B中同时存在正、反向题项目表述效应，其对宜人性、严谨性、外向性、开放性维度

的因素载荷均有影响，但对神经质维度影响不大。并且，该效应既可能使五维度间相关系数降低，也可

能使其相关系数膨胀并出现虚假相关，未来使用该量表应同时纳入正、反向题方法因素。另外，特质乐

观可正向预测CBF-PI-B的正、反向题表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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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tem wording effect brought by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worded items will cause the bias of 
results. The domestic self-compiled sentence Big Five Personality scale, nevertheless, still lacks 
the test and control of such effect. Taking the sentence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Brief version (CBF-PI-B) as an example, the current research aimed to examine the item w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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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by the correlated trait-correlated method (CTCM) and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item word-
ing effect on its measurement model. Fur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the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worded method factors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worded effects were both non-ignorable in CBF-PI-B, which had an effect 
on the factor loadings of agreeableness, conscientiousness, extraversion and openness, but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neuroticism dimension. Moreover, item wording effect could not only reduc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the five dimensions, but also mak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ex-
pand and appear false correlations, indicating that method factors of both positively and nega-
tively worded item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future studies. In addition, dispositional 
optimism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worded effect on CBF-P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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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项目表述效应与大五人格 

由于反向题具有控制默许效应、中断非实质性反应和提高内容效度的优势，同时使用正、反向题是

当前量表编制中的常见做法(Weijters et al., 2013)。不过，正、反向题对于参与者作答过程而言存在诸多

差异。首先，题目的正、反向措辞可能以确认偏差的形式，影响作答时的记忆检索(Weijters et al., 2013)。
其次，正、反向题捕获潜在构念信息的能力并不相同(Riordan, 2021)，反向题的描述比正向题更模糊、更

易产生混淆并造成判断困难(Chester & Kenneth, 1981; Swain et al., 2008)。因此，作答反向题需要更复杂的

认知操作(Mayo et al., 2004)，更易造成错误反应，从而使同时包含正、反向题的测量极易出现系统性方法

偏差，即项目表述效应(顾红磊，王才康，2012)。若不加以控制，该效应可能使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组

合信度降低，并高估同质性信度(Gu et al., 2017; Schriesheim et al., 1991)，甚至扭曲量表结构(Weijters et al., 
2013)，体现为原维度理论构想的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拟合差，采用相关特质相关法(CTCM)纳入包含所

有正向题或/和反向题的方法因素，或采用相关特质独立法(CTCU)为同向措辞题目增添残差相关后，拟合

良好。 
关于项目表述效应的本质，日益增加的证据显示其反映了参与者稳定的人格特质，例如：该效应具

有跨时间稳定性(Marsh & Scalas et al., 2010; Urbán et al., 2014)、遗传性(Alessandri et al., 2010)、自我报告

与观察者报告的一致性(Alessandri et al., 2011)，其中反向题方法因素与右杏仁核体积存在显著负相关

(Wang et al., 2016)。并且，反向题方法因素已被发现与行为激活系统、自我意识(DiStefano & Motl, 2009)
和完美主义(顾红磊，王才康，2012)等人格特质的不同维度存在关联。 

在人格研究范式中，大五人格模型最具影响力(罗杰等，2016)，其中的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均已被发

现与反向题方法因素显著相关(Michaelides et al., 2016; Quilty et al., 2006)，并且其量表本身也存在项目表

述效应。短语式大五人格量表 BFI-2 虽英文版不存在表述效应，但其中文版存在反向题表述效应(Zhang et 
al., 2021)。句子式大五人格量表 IPIP、NEO-FFI 的英文版则被发现同时存在正、反向题两种表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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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rman et al., 2011)，西班牙语版 Mini-IPIP 至少也存在着正向题表述效应(Martínez-Molina & Arias, 
2018)，而中文版句子式大五人格量表，目前仅郭庆科等人(2006)测试了统一为正、反向措辞的 NEO-FFI
中文修订版量表的信效度，发现统一措辞后的模型拟合度均差于原量表，初步显示该量表可能同时存在

着正、反向题表述效应。但统一措辞易混淆实质性方差与方法方差(Weijters et al., 2013)，该研究尚无法

确切证明影响存在。 
因此，鉴于国内自编大五人格量表信度的表现大多优于国外量表修订版(罗杰，戴晓阳，2011)，具有

更强的实用性，选择目前国内常用的自编句子式量表——中国大五人格量表简版 CBF-PI-B (王孟成等，

2011)进一步对项目表述效应进行检验，假设 H1：CBF-PI-B 中同时存在正、反向题表述效应。 

1.2. 大五人格维度间的相关性 

项目表述效应作为方法偏差，本质上属于共同方法偏差的一种(彭台光等，2006)，也可表现为相关系

数膨胀，这一点在大五人格维度正交性的争议上表现尤为明显——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在最初被视为正

交(朱徽，闫巩固，2015)，而实践中却常体现为斜交。 
但正向题作为多数题目会因邻近效应而产生特定反应趋势，使题目间正相关增强(Weijters et al., 

2009)，而这些题目分散在各个维度中，题目间相关性膨胀又会体现为潜变量间相关性膨胀。Biderman 等

人(2011)对此进行验证并发现，在控制项目表述效应后，大五人格五维度间的相关性的确降低至接近正交。

因此，大五人格维度间的大部分相关可能源自表述效应，假设 H2：加入正向题方法因素后，五维度的因

子间相关均下降。 

1.3. 特质乐观作为预测变量 

识别与项目表述效应相关的人格特质，不仅有助于避免误读量表结果(DiStefano & Motl, 2009)，也有

助于进一步理解该效应的本质。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索积极心理学中的核心人格概念——特质乐观与项目

表述效应的关系。 
解释题目和检索记忆是参与者作答问卷的两个先导过程(Tourangeau & Rasinski, 1988)，而记忆具有情

绪效价，其强度受个人特质影响，如边缘性人格者在面对负性措辞时更易激发负性情绪，其负向评价倾

向会得到增强(Maraz et al., 2021)。特质乐观是指认为事物向更好发展的一种普遍期待(黎志华等，2013)，
其与正性情绪正相关、与负性情绪负相关(郝亚楠等，2016)。在负性措辞下，高乐观者会有更低的负性情

绪，因此将会有更低的负性评价倾向，假设 H3a：特质乐观对 CBF-PI-B 的反向题表述效应有着显著负向

预测作用。在正性或中性措辞下，高特质乐观者由于常处于正性情绪中(郝亚楠等，2016)，具有认知与情

绪的正性偏向，也更易产生乐观偏差，假设 H3b：特质乐观对 CBF-PI-B 的正向题表述效应有显著正向预

测作用。 
综上，本研究对句子式中国大五人格量表简版 CBF-PI-B 的项目表述效应进行检验，探索其对五维度

间相关性的影响，并对特质乐观与 CBF-PI-B 中的项目表述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2. 方法 

2.1. 被试 

采取便利性抽样于北京市各大高校收集网络问卷 561 份。为了排除网络问卷额外的现场因素的影响，

对问卷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Curran, 2016)，剔除其中每题平均作答时间小于 2 秒的问卷 20 份(Huang et al., 
2012)，以及年龄过大(>25岁)和年龄过小(<17 岁)的共 12 份问卷。剩余有效问卷 529 份，有效率为 94.30%，

其中男生 126 人，女生 403 人，平均年龄为 19.94 岁(SD = 1.25)。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9229


唐长江 等 
 

 

DOI: 10.12677/ap.2021.119229 2029 心理学进展 
 

2.2. 工具 

2.2.1. 中国大五人格量表简版 CBF-PI-B 
该量表由王孟成等人(2011)从中国大五人格量表中提取出来，包含宜人性(A)、神经质(N)、严谨性(C)、

外向性(E)、开放性(O)五个维度，每维度 8 个子项目，共 40 题。原量表采用无中点的六级计分。鉴于奇、

偶数量表在中国文化下并无显著差异(Wong et al., 2011)，但无中点易导致负向偏移的假阴性现象(Gilljam 
& Granberg, 1993)，增加中点不仅可使参与者对量表各点的理解更加等距(Marsh & Parducci, 1978)，也会

降低参与者的错误反应和极端选择倾向(Bert et al., 2010)，而且更高等级有助于改善量表信效度特性(吴永

泽，王文绢，2010)，因此本研究改为七级计分，1 为完全不符合，7 为完全符合。每个维度得分越高，

代表该人格特质程度越高。本研究中各维度克隆巴赫 α系数如表 1 所示，均表现良好。 
 

Table 1. Reliability of each dimension  
表 1. 各维度信度 

维度 宜人性 严谨性 外向性 神经质 开放性 

克隆巴赫 α系数 0.80 0.81 0.81 0.88 0.84 

2.2.2. 乐观主义–悲观主义量表 
袁立新等人(2007)在已有英文量表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选择、修改了部分题目，并增添了部分题

目形成了包含 11 个子项目的量表，采用七级计分。其研究中乐观与悲观被视为两个不同维度，但在国内

诸多项目表述效应的研究中发现乐观应为单维结构(顾红磊，王才康，2012；黎志华等，2013)，因此我们

在此将其视作单维，并控制其正、反向题表述效应。原量表中“照着我的方式，事情不曾有好结果”条

目由于表述不清，可能存在理解问题，于是将其改为“照着我的方式去做的事情，不曾有好结果”。本

研究中，该量表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6，信度良好。 

2.3. 项目表述效应的检验方法与统计分析 

相关特质相关法(CTCM)、相关特质独立法(CTCU)是当前最常用的项目表述效应控制方法，前者是

在原有测量模型中增加方法因素，使相应题目负载于其上以控制表述效应(图 1 左，F 为潜在变量、M 为

方法因素、P 为正向题、N 为反向题)；后者则是仅设定残差相关而不单独增加方法潜变量(图 1 右) (Marsh, 
1996)。 

 

 
Figure 1. CTCM and CTCU model 
图 1. CTCM 模型和 CTCU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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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CTCU会使因素载荷估计出现偏差(Conway et al., 2004)，选择CTCM对项目表述效应进行检验，

形成一个原始模型和三个 CTCM 模型：正向题 CTCM (仅包含正向题方法因素)、反向题 CTCM (仅包含

反向题方法因素)、正反向 CTCM (同时包含正、反向题方法因素)。 
为避免造成人工的一致性反应，问卷所有题目均随机排列以分散同构念下的题目(Weijters et al., 

2009)，并使用 Mplus7.4 进行各模型数据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s 单因子检验，纳入所有题目进行未转轴主成分分析，析出第一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0.42%，未达到 40%，后续分析不需要纳入负载于两份量表所有题目上的一般方法因素。 

3.2. 各模型中的标准化因素载荷 

在不加入任何方法因素的原始模型中，各个维度的因素载荷范围如表 2 所示，存在大量低于 0.6 的

低载荷题目，并且各维度下正向题因素载荷普遍高于反向题因素载荷。 
 

Table 2. 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s’ range of the original model 
表 2. 原始模型的标准化因素载荷范围 

维度 表述方向 因素载荷 

宜人性 
正向题 0.51~0.76 

反向题 0.31~0.54 

严谨性 
正向题 0.51~0.72 

反向题 0.43 

外向性 
正向题 0.45~0.81 

反向题 0.54~0.55 

神经质 
正向题 0.60~0.81 

反向题 0.64 

开放性 
正向题 0.44~0.84 

反向题 / 

 
所有题目在各个模型中的标准化因素载荷相对于原始模型的变化量(即各模型因素载荷–原始模型

因素载荷)如表 3 所示，各个模型题目在方法因素上的因素载荷范围如表 4 所示。 
当纳入正向题方法因素时，严谨性、外向性、开放性各正向题的载荷均不同程度下降，三者的变化

幅度逐渐递增，其反向题因素载荷除开放性没有反向题外，均有上升；而宜人性中，既存在载荷下降幅

度较大的正向题，也存在略微上升的正向题，其反向题则均有较大幅度上升；在神经质中，正向题载荷

基本不变，反向题载荷略微上升。此时，在正向题方法因素上，神经质、宜人性和严谨性的载荷均很小，

小于 0.4；外向性与开放性的载荷范围较高，均在 0.32 以上，最高分别可达 0.49、0.53。 
当纳入反向题方法因素时，各维度题目的因素载荷变化均很小，变化幅度在 0.05 以内。此时，严谨

性、外向性、神经质的反向题在方法因素上的载荷均小于 0.31，但宜人性反向题的因素载荷均较高，最

高可达 0.64。因此，从各个题目因素载荷的变化上看，正向题表述效应基本存在，而反向题表述效应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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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明显且题目较少，是否存在仍需进一步通过模型拟合度的比较进行验证。 
当同时纳入正、反向题方法因素时，严谨性、外向性、神经质与开放性总体的变化范围和幅度与仅

包含正向题方法因素时相近；宜人性载荷的变化幅度大于仅包含反向题方法因素、小于仅包含正向题方

法因素，更像是两者的折中。 
 

Table 3. 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s’ range of each CTCM model relative to the original model (loadings of each CTCM 
model-loadings of the original model)  
表 3. 各 CTCM 模型相对于原始模型的标准化因素载荷变化范围(各 CTCM 模型载荷–原始模型载荷) 

  正向题 CTCM 反向题 CTCM 正、反向 CTCM 

宜人性 
正向题 −0.28~+0.07 −0.05~+0.04 −0.13~+0.06 

反向题 +0.20~+0.25 −0.04~−0.03 −0.11~−0.09 

严谨性 
正向题 −0.12~−0.01 0 −0.13~−0.01 

反向题 +0.06 +0.01 +0.02 

外向性 
正向题 −0.20~−0.10 −0.01~0 −0.25~−0.10 

反向题 +0.18~+0.22 0 +0.17~+0.19 

神经质 
正向题 −0.01~+0.01 0 −0.02~+0.01 

反向题 +0.04 +0.01 +0.03 

开放性 
正向题 −0.30~−0.02 0 −0.25~−0.01 

反向题 / / / 

 
Table 4. 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s on method factors for each CTCM model 
表 4. 各 CTCM 模型在方法因素上的标准化因素载荷 

  正向题 CTCM 反向题 CTCM 正、反向 CTCM 

宜人性 
正向题 0.23~0.35 / 0.14~0.27 (2 题不显著) 

反向题 / 0.57~0.64 0.59~0.69 

严谨性 
正向题 0.21~0.38 / 0.20~0.34 

反向题 / 0.31 0.31 

外向性 
正向题 0.37~0.49 / 0.34~0.56 

反向题 / 0.20~0.29 0.17~0.26 

神经质 
正向题 0.14~0.28 (2 题不显著) / 0.13~0.24 (2 题不显著) 

反向题 / 0.21 0.17 

开放性 
正向题 0.32~0.53 / 0.26~0.54 

反向题 / / / 

3.3. 模型拟合度的比较 

从表 5 来看，各个模型的 RMSEA、SRMR 在可接受范围内，而 CFI、TLI 的表现并不好。对于常用

在模型比较的信息标准指数 AIC、BIC 来讲，其值越低代表模型拟合越好。依据 BIC 评估指南(Raftery, 
1995)——绝对值之差在 0~2 为弱证据、2~6 为正证据、6~10 为强证据、>10 为超强证据，可以发现各模

型优劣程度为：正、反向 CTCM > 反向题 CTCM > 正向题 CTCM > 原始模型，且均为超强证据。但 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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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中正向题 CTCM 小于反向题 CTCM，那么综合来看正向题 CTCM 与反向题 CTCM 的优劣程度基本

相似，均劣于正、反向 CTCM。结合因素载荷结果，该量表中确实存在项目表述效应，假设 H1：CBF-PI-B
中同时存在正、反向题表述效应，成立。 

 
Table 5. Model fit indexes of each model  
表 5. 各模型拟合度指标 

 原始模型 正向题 CTCM 反向题 CTCM 正、反向 CTCM 

χ2 3141.39 2610.05 2738.51 2224.89 

df 730 697 723 689 

χ2/df 4.30 3.75 3.79 3.23 

CFI 0.72 0.78 0.77 0.82 

TLI 0.70 0.75 0.75 0.80 

RMSEA 0.08 0.07 0.07 0.07 

SRMR 0.08 0.07 0.08 0.07 

AIC 68982.01 68516.67 68593.13 68147.50 

BIC 69537.24 69212.84 69178.25 68877.84 

3.4. 各维度间相关性变化 

如表 6 所示，可见当引入正向题方法因素时，宜人性与严谨性(Δr = 0.08)、外向性(Δr = 0.07)、神经

质(Δr = 0.03)、开放性(Δr = 0.20)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严谨性与外向性、开放性之间的

相关变得不再显著；外向性与开放性(Δr = 0.19)之间相关系数也下降较大。此外，神经质与严谨性(Δr = 
0.08)、外向性(Δr = 0.07)、开放性(Δr = 0.09)的相关系数不同程度上升。当引入反向题方法因素时，各相

关系数的变化不大，范围均在 0.02 以内。当同时引入正、反向题方法因素时，除宜人性与神经质、开放

性的相关系数更接近仅引入反向题方法因素时以外，其余相关系数的结果均与仅正向题方法因素时更近。

此时，相关系数的变化相对于原始模型来讲，既有升高也有降低。因此，假设 H2：加入正向题方法因素

后，五维度的因子间相关均下降，部分成立。 
 

Table 6.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each model  
表 6. 各模型中不同维度间相关性 

  宜人性 A 严谨性 C 外向性 E 神经质 N 开放性 O 

原始模型 

A /     
C 0.26*** /    
E 0.22*** 0.20*** /   
N −0.16** −0.26*** −0.28*** /  
O 0.35*** 0.22*** 0.48*** −0.21*** / 

正向题 CTCM 

A /     
C 0.18** /    
E 0.15** −0.02 (p = 0.725) /   
N −0.13* −0.34*** −0.35*** /  
O 0.15** –0.11 (p = 0.071) 0.29*** –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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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反向题 CTCM 

A /     
C 0.26*** /    
E 0.21*** 0.20*** /   
N –0.16** –0.26*** –0.28*** /  
O 0.37*** 0.22*** 0.49*** –0.21*** / 

正、反向 CTCM 

A /     
C 0.18** /    
E 0.14* –0.04 (p = 0.458) /   
N –0.20*** –0.36*** –0.36*** /  
O 0.30*** –0.05 (p = 0.472) 0.31*** –0.29*** / 

注：***p < 0.001；**p < 0.01；*p < 0.05；下同。 

3.5. 特质乐观与项目表述效应的关系 

结果如表 7 所示，特质乐观可以同时显著正向预测两种方法因素，假设 H3a：特质乐观对 CBF-PI-B
的反向题表述效应有着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不成立；H3b：特质乐观对 CBF-PI-B 的正向题表述效应有显

著正向预测作用，成立。模型拟合度如表 8 所示，总体表现均不太好。但对于不受样本量、模型复杂度

影响，且表现愈发良好的 RMSEA 指数(王济川等，2011)来讲，拟合仍在可接受范围内，所以整体结果具

有一定的参考性。 
 

Table 7. Standardized estimations of path coefficients  
表 7. 路径系数标准化估计值 

   估计值 

CBF-PI-B 正向题方法因素 <-- 
特质乐观 

0.55*** / 

CBF-PI-B 反向题方法因素 <-- / 0.12* 

 
Table 8. Model fit 
表 8. 模型拟合度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3932.62 1159 3.39 0.77 0.75 0.07 0.12 

4. 讨论 

4.1. 句子式大五人格量表中的项目表述效应 

本研究证明在句子式中文大五人格量表简版 CBF-PI-B 中，同时存在正、反向题两种类型的项目表述

效应，进一步明晰了郭庆科等人(2006)统一措辞的结果，其与英文版句子式大五人格量表中同时存在两种

表述效应一致(Biderman et al., 2011)。未来研究在使用此量表时需同时提取正、反向题方法因素。 
该结果与中文短语式大五人格量表 BFI-2 (Zhang et al., 2021)的结果存在差异，显示了项目表述效应

可能与量表形式有关。不论中英文，句子式量表似乎更易同时出现两种项目表述效应，而短语式量表在

英文版中甚至没有表述效应(Soto & John, 2017)，在中文版中也仅有反向题表述效应(Zhang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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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就项目表述效应与语言、量表形式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研究。 

4.2. 项目表述效应对大五人格维度结构的影响 

当提取正、反向题方法因素后，严谨性、外向性、开放性的变化趋势基本为正向题载荷降低、反向

题载荷升高，而宜人性是反向题载荷降低、正向题载荷既有升高又有降低，神经质题目载荷基本不受影

响，侧面显示了除神经质外，其余维度均与正、反向题表述效应存在关联。从诸模型中各题目在方法因

素上的载荷表现来看，开放性、外向性的正向题在正向题方法因素上的载荷均较高，宜人性的反向题在

反向题方法因素载荷均很高，侧面映证了这三种人格维度分别与正、反向题方法因素在心理意义上存在

较大关联。综合来讲，在因素载荷的层面来看，正向题表述效应与宜人性、严谨性、外向性、开放性均

存在关联，反向题表述效应仅对宜人性有略微影响，而两种表述效应对神经质的影响均很小。这与

Michaelides 等人(2016)和 Quilty 等人(2006)所发现的自尊量表表述效应与神经质关联较大存在差异，可能

显示了不同量表的项目表述效应存在本质差异。 
从相关系数上来看，同时纳入正、反向题两种方法因素时，各维度间相关系数既有上升也有下降，

说明项目表述效应既可能使得不同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发生膨胀，也可能使其缩小，甚至到不相关，这与

英文版句子式大五人格量表中(Biderman et al., 2011)各维度间更接近正交的结果存在差异，显示了项目表

述效应对五维度相关性的影响可能存在跨文化差异，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量表作答偏差的影响

(Shulruf et al., 2008)。 
综上，为获得更精确的结果，使用该量表时应优先同时纳入正、反向题方法因素。但考虑到题目、

潜变量较多，模型的收敛容易出现困难，而同时控制两种表述效应与只控制正向题表述效应结果大部分

相似，若出现无法收敛的情况，则应当分别控制正、反向题两种方法因素进行研究，优先考虑正向题 CTCM
结果，并在考虑两者之间差异的同时对研究结果进行谨慎解释，因为这两种方法效应对大五人格效标关

联效度的影响尚不清楚。 

4.3. 特质乐观与项目表述效应 

与预期不同，特质乐观能够同时正向预测正、反向题表述效应，这可能是因为高乐观者在面对负性

措辞时与正、中性措辞一样，均为正性情绪并易产生乐观偏差。但也可能源于其积极的认知策略。由于

回答先前题目所检索的记忆会成为回答后面题目时的背景样本(Tourangeau &Rasinski, 1988)，而正向题多

于反向题，因此作答正向题可依赖更多先前题目的信息，作答反向题需在记忆中检索更多新信息(Weijters 
et al., 2013)。加之反向题也常导致理解上的歧义与混淆(Chester & Kenneth, 1981; Johnson et al., 2011)，所

以验证反向题比验证正向题更难(Swain et al., 2008)。不论面对何种难易情境，高乐观者多采取积极应对

策略(郝亚楠等，2016)，不受作答正、反向题难度差异的影响，均更易产生乐观偏差。哪一种解释成立仍

需进一步详细检验。 

4.4. 局限性 

原始模型中存在大量低载荷题目且总体拟合不佳，这可能是由 CFA 过于严格的独立分群模型假设所

致(Marsh & Lüdtke et al., 2010)，每个人格条目可能并非仅负载于单一人格维度，未来可采用允许各条目

负载于所有因子的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麦玉娇，温忠麟，2013)做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控制方法因素后，仍有诸多维度间存在弱相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在考虑方法因素的情形下，

进行正交、斜交模型的比较，以及探索高阶人格因素如：一般人格因素(Arias et al., 2018; Musek, 2007)、
稳定性与可塑性(DeYoung et al., 2002)与项目表述效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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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 中国大五人格量表简版 CBF-PI-B 中同时存在正、反向题表述效应。并且，项目表述效应会不同

程度地影响 CBF-PI-B 中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题目的标准化因素载荷以及模型拟合度，甚至可能使

得维度间出现虚假相关。因此，未来使用该量表时应同时纳入正、反向题方法因素进行分析； 
2) 特质乐观能够同时显著正向预测 CBF-PI-B 的正、反向题表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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